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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金融海嘯時期台灣經濟該何去何從？

李登輝

 

2008 年金融海嘯後，國際經濟思潮出現大幅反省與修正，對當

前主流經濟學理論過度強調自由開放，卻忽視風險管理加以檢討。

諸多國際知名經濟學者更指出，這些鼓吹市場機制、自由競爭的理

論必須為全球金融危機負起責任。深入觀察，在金融全球化之前，

世界某區域的經濟遭受景氣衰退衝擊，其他區域仍能維持穩定，但

這次景氣衰退卻是全球性蔓延，顯見，過去十年來金融體系過度鬆

綁，金融服務業凌駕實體經濟的扭曲發展，終演變成今日難以收拾

的後果。

我國自 2000 年以來，政府大舉採取積極開放的政策思維，同時，

基於對自由市場的迷思，把許多屬於國家的責任推給市場解決，以

致台灣國家實質競爭力一再衰退，社會經濟更面臨多重危機。反觀

台灣主要競爭對手南韓卻能逆勢成長，兩者主要差別在於，南韓具

有明確經濟戰略，其以「國內為主體、海外為輔助」的主從發展思

考，先厚植國內產業全球競爭力後，再行洽簽自由貿易協定；台灣

則選擇依賴中國發展路徑，在放任國內資本形成不振與技術優勢流

失後，再寄望以簽自由貿易協定強化經濟實力，無異緣木求魚。當

前政府實應正視台灣經濟問題根源，以經貿自主與技術優勢為經濟

發展兩大核心目標，確保台灣國家經濟安全，打造台灣成為一艘安

全又有續航力的諾亞方舟。

金融海嘯、經濟發展、台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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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國際金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程度堪稱百年不遇，各國政

府為了善後忙得焦頭爛額，紛紛端出振興經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與寬鬆貨

幣政策以為因應，但迄今已近四年情勢仍未見好轉，可能還會演變成「二

次衰退」，先進國家民間消費的萎縮也影響到依賴出口的國家，使得原本

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也開始放緩，甚至出現貿易逆差。這些嚴峻的國際經

濟局勢讓台灣經濟前景更加雪上加霜。

身處同樣惡劣的國際經濟環境，南韓經濟卻脫穎而出，將躋身已開發

國家之列，各方面經濟表現都讓台灣自嘆不如，這表示國際因素不是造成

今天台灣經濟困境主要的原因；面對經濟轉型失敗，政府、學界與企業皆

無法卸責。如果我們對於經濟轉型失敗沒有深刻檢討與正確認知，那麼不

管往後我們再喊出多少拚經濟的口號，不管我們的人民有多麼認真的打

拚，最終只是事倍功半而無法擺脫困境。所以要以「後金融海嘯時期台灣

經濟該何去何從？」為題，與大家共同思考，希望找出正確的診斷與處方，

幫助台灣經濟繼續向前行。

（一）實體經濟：全球製造業過度流失到中國

我們必須將問題區分為國際與國內兩個層面。國際方面，過去三十年

在主流經濟學鼓吹下，全球化讓各國只注意到經濟整合與對外開放對提升

資源配置效率的好處，而忽略了全球化下風險管理的難度與規範管制的必

要性。國際貿易與對外投資自由放任的結果，使得許多國家製造業的工作

機會大量流向中國；中國躍為「世界工廠」，這些國家的產業因而被掏空。

雖然產業被掏空的後果一時之間被金融榮景所掩蓋，由於製造業一旦被掏

空短期內很難回復，加上金融服務與房地產業的勞動需求深受金融海嘯的

影響而持續減少，所以即便政府不斷印鈔也無法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許

多人因為遲遲找不到穩定的工作或者就業前景不佳，開始減少消費以未雨

綢繆，因而影響企業投資意願，這是為什麼金融海嘯之後先進國家政府端

出各種刺激經濟的振興方案無法奏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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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方面，全球化下「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導致台灣現有三百

多萬名薪資階層月薪在三萬元以下，且實質薪資因物價膨脹而持續縮水，

由於企業有了「外移出走」的選項，導致國內勞工薪資不僅不易成長，更

要接受長工時的勞動條件。對國內民眾而言，全球化理論是否行得通已不

再是純學術研究或討論的課題，主流經濟學者所強調的效率與鬆綁也不再

只是抽象的概念而是對人民福祉造成最直接的威脅。政府存在的目的便是

解決人民生活的問題，政府不能以「人民不懂經濟學」而要強迫人民接受

全球化所產生的痛苦。

（二）金融資本：金融全球化瓦解了各國的金融防火牆

金融過度自由化更是造成金融海嘯的罪魁禍首。金融全球化之前，世

界某區域的經濟遭受景氣衰退的襲擊，其他區域仍能維持穩定，但這次景

氣衰退則是全球性蔓延，無一主要國家得以倖免，因為攸關國家經濟安全

的金融防火牆早因金融全球化的風潮而土崩瓦解。2008 年金融海嘯與二次

衰退之所以難以預防與彌補，正是過去十年來金融服務業過度自由放任的

結果，先進國家龐大的投資銀行與避險基金體系基於貪婪，以「金融創新」

為名，開發出許多完全不具透明度的金融衍生商品，不僅本身交叉持有，

更強迫開發中國家開放其國內金融市場以兜售這些商品。其數額之大，範

圍之廣，令人觸目驚心，以致當這個金融衍生商品體系一開始在美國崩盤

的時候會在瞬間蔓延全世界，而監督國際金融體系運作的國際貨幣基金

（IMF）則完全喪失功能。

（三）金融海嘯促成主流經濟理論的演變

面對當前的全球金融危機，國際知名經濟學者如：斯蒂格利茨（Joseph

E. Stiglitz，2001 年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魯曼（Paul R. Krugman，2008

年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懷特（William White，國際清算銀行前首席經

濟學家）、格爾威（Paul De Grauwe，歐盟執委會經濟顧問）等均認為：當

前主流經濟學理論過度強調自由開放的好處而忽略風險管理的重要，而這

些理論必須為此次全球金融危機負起責任。以下是世界金融海嘯前後經濟

學思維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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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理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與效率市場假說（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深信市場機制可讓價格維持完美的機能。理性預期理

論假設資本市場參與者皆為理性經濟個體且以理性預期做為決策基

礎；至於效率市場假說則認為：由於投資人只對追求他們財富極大

有興趣，並能以理性方式對資本市場中各種資訊做正確分析與回

應，所以，新資訊會立即反映在價格之上，使得資產價格對所有市

場參與者釋出足夠的訊息以彌補他們訊息的不完全，資本市場不僅

能自我偵錯還能自我修正。

2. 只要貨幣政策目標追求物價穩定，如此就可以確保金融體系穩定，

無須對金融體系過份管制與規範，鬆綁成為提升資本市場運作效率

最有效的工具。

3. 主流經濟學者認為：只有市場存在外部性時，政府才須介入、管制

與規範。

為強調鬆綁的必要性，他們大力鼓吹資本市場不存在外部性，因為資

本市場具有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的機制。尊重資本自由移動所創造

的效率，政府管制資本不僅欠缺正當性，而且將成為無效的作法。

 

1. 資本市場不是商品市場，在貪婪的利己心和非理性行為之下，如果

放任市場自由運作，金融性資產價格將更易脫離基本面且波動變

大，資本市場整體風險上升。

2. 物價穩定無法保證金融體系運作的穩定。如果放任資產價格任意膨

脹，將會招致金融危機的後果。

3. 如果過度誇大資本移動的優點，只會擴散伴隨資本移動而來的危

機。應該承認資本管制具有正當性，而且是有效的政策。

根據上述金融危機後的思維，過去主流經濟學理論都應該修正，政府

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也應該深切反省與檢討，以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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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易見，我們政府並未汲取到全球金融海嘯的教訓，忽略金融海嘯

後國際經濟思潮的反省與修正，政府亦未認知到解決金融海嘯對國內經濟

衝擊最有效的方式是將國民儲蓄所匯集的龐大資源用於人力投資以及維持

技術優勢所必要的投資，以確保經濟成長的動能，而非透過資本市場舉借

發行消費券或從事重大公共建設。雖然，適度的金融與貿易自由化有利於

經濟發展，然而，無限的自由化卻會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因為資金、商品

與人員跨國移動的難易程度各有不同。全球化下，商品、資金及技術的跨

國移動變得更自由，去除各種政治性、貿易性障礙後，商品市場已經不受

政治疆界的限制，各主要市場也逐一整合為單一市場。然而，全球化卻不

能讓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國家，絕大多數國民的經濟活動，依然是在國家

的領域內進行。因此，對於可以在國際間自由移動的資源擁有者來說，全

球化是機會，但對於其他人，全球化則是風險與威脅，造成贏者圈與輸者

圈差異日益擴大，社會趨向對立而終至崩解。此時，政府的施政目標應該

在贏者圈與輸者圈間維持適度的平衡。

然而，政府卻將適度的自由化曲解為自由放任，認為政府完全不應對

市場進行干預。此種自由放任思維傷害台灣經濟最深的莫過於是 2000 年

後，政府屈從個別企業的要求，全面開放廠商赴中國投資，卻不考慮開放

後對社會經濟所造成的負面衝擊，放任並鼓勵金融機構前進中國，以及積

極開放中資來台從事投資與併購，忽略了開放中資對維持國內技術優勢的

衝擊，更忘了構築金融防火牆與監理體系必須與時俱進的重要性。

政府深陷自由放任的迷思，縱容商人無限制追求個別利益，而讓大部

份台灣人民承擔自由放任後的社會惡果，罔顧國家經濟安全與長遠整體利

益，以致讓台灣的社會經濟形成以下多重危機。第一重危機是整體經貿對

中國市場過度依賴導致台灣喪失經濟主體性；第二重危機是過度投資中國

導致工作難找，薪水不漲，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第三重危機是自由放任迷

思導致政府施政失焦，實質競爭力衰退，第四重危機是過度依賴進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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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糧食；第五重危機是金融服務業凌駕實體經濟的扭曲發展。這些危機彼

此互相強化，在此將其形成原因與解決對策分析如下：

（一）問題危機：對中國過度依賴，導致產業掏空，技術流失，發展

動能衰退

 

過去四年，政府強調「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發展模式，看似對個

別企業有利，但就台灣整體利益而言，就像是浮士德用靈魂與魔鬼從事交

易一樣，以至高無上的發展主體性換取少數財團與大企業的經濟利益，以

致經貿過度依賴中國。

台灣廠商 1970 年代採取「降低成本」策略，利用先進國家開放其國

內市場的機會，全力發展勞力密集商品出口，造就經濟奇蹟，這段期間台

灣出口成長帶動經濟成長，而出口部門擴張亦帶動投資與勞動需求的增

加，使得勞工薪資所得跟著成長，此時，經濟成長主要驅動力是民間消費

與國內投資。到了 1980 年代末期台灣進入民主轉型期，面對勞動、土地

與環保成本上漲，不少台商選擇到中國複製過去在台灣成功的經驗，以擴

大在中國生產規模取代企業在台灣轉型，到中國複製過去在台灣成功模式

的廠商，因缺少在國內轉型升級的壓力，以致原先的技術優勢逐漸為南韓

超越，被中國趕上，終致喪失國際競爭力。當廠商投資中國取代投資台灣，

國內投資不再成為經濟成長的驅動力，也影響到台灣工作機會創造的速

度，加上「海外生產」模式等同於讓廠商以海外低廉勞工取代本國勞工，

關廠歇業讓現有的工作機會大量減少，這是 2000 年後台灣薪資不易成長，

工作難找最重要的原因。固然，台商海外生產所需的機器設備、半成品以

及原物料帶動台灣出口與經濟成長，但海外生產讓國內勞工薪資不易成

長、工作難找，導致民間消費不再是經濟成長的泉源。短期內，海外生產

雖讓台灣出口集中在原物料、半成品以及機器設備，長期下來，出口產品

愈來愈集中於低附加價值、高耗能與高污染的產品，而且生產單調化，更

容易讓台灣經濟受到國際景氣波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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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產業大量外移中國等於間接協助中國發展進口替代產業。近來，

台商已逐漸減少從台灣進口在中國生產所需的原物料、半成品與機器設

備，未來台灣出口將不再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舉例來說，1990-2000

年間，台灣出口年平均成長率為 12.6%，到了 2000-2010 年間便降為 8.8%，

2012 年 1-4 月台灣對中國出口更較去年同期衰退 11.5%，以致整體出口出

現負成長 4.7%。這些現象說明了「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模式未來將

進一步掏空台灣產業，讓台灣陷入經貿依賴中國、成長動能集中於出口且

動能減弱以及社會裂解的嚴重困境，這些必須靠確立經濟發展主體性以及

維持技術優勢才能扭轉。

（二）問題危機：過度投資中國導致工作難找、薪水不漲、貧富差距

擴大

 

失業與貧富差距的擴大，已經成為當前台灣薪資階層痛苦的根源。2000

年後，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年平均成長率雖然超過 3%，但經濟成

長並未轉換為大多數家庭所得的成長。金融海嘯後，台灣所得最低 40%的

家庭，可支配所得呈現衰退現象，而且這些家庭的儲蓄能力普遍有限，部

份更出現入不敷出的透支狀態，顯示不少家庭已無能力再應付物價膨脹或

國際景氣波動所帶來的衝擊。這些家庭對未來的工作與所得成長抱持強烈

的不安全感，只要看到工作機會沒有顯著增加，就會對未來的前途感到深

切憂慮，看到所得沒有增加，就擔心社會經濟地位持續弱化。只要大多數民

眾無法充分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他們就會對全球化開始懷疑。如果政府不

能解決這些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持續惡化的問題，這些中下階層的人民可能轉

而參與階級對立與顛覆現有政治體制等社會運動；民主政治制度如果不能

為人民提供公平正義或均等機會，將會導致他們對民主政治制度失去信心。

工作機會消失與薪資所得成長停滯係因廠商過份追求「降低成本」的

策略，強調「海外生產」對個別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性，忽略創造價值

與維持技術優勢的重要性。民進黨執政期間全面開放，使得台灣廠商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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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投資金額占台灣 GDP，由 1999 年的 0.5%一路快速上升到金融海嘯後的

2.5%。馬政府與中國簽定 ECFA 後，由於台灣與中國間關稅障礙已大幅降

低，上市（櫃）公司基於中國市場規模以及低廉的生產成本選擇到中國投

資生產，導致上市（櫃）公司投資中國金額屢創新高。資金持續外移的結

果，國內投資當然不振。由於台灣對先進國家的投資不足，導致廠商引進

新技術，品牌以及行銷管道速度不夠，自然無法帶動勞工薪資所得的成長，

未來家庭所得差距還會擴大。

當前台灣的經濟問題不是經濟沒成長，而是近年來家庭所得成長停

滯。目前政府縮小貧富差距優先的工作不是針對有錢人進行「抓大放小」

式稅改，而是要針對產業外移進行有效管理，如此才有可能把 GDP 的成

長轉化為多數家庭所得的增加。雖然家庭所得無法和經濟同步成長是全球

化普遍現象，由於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過於密切，這種現象才會變得如

此嚴重。

（三）問題危機：自由化迷思導致政府施政失焦，實質競爭力不斷衰退

 

2000 年後，政府總是喜歡引用瑞士國際管理學院（IMD）或世界經濟

論壇（WEF）所發佈的各項世界競爭力排名當做政績，但對於其中所隱含

的自由化迷思卻不具警覺性。事實上，這些國際競爭力排名主要係依據每

個國家對外資的開放程度。台灣經濟對外開放程度的排名雖然名列前茅，

卻未反映在外人直接來台投資金額、國內投資、工作機會創造以及薪資所

得成長等實體經濟表現之上，由此可見，自由開放程度的排名不必然等於

一個國家真正的經濟實力，不然，台灣的經濟實力應遠遠在南韓之前，因

為 2011 年台灣國家競爭力排名世界第六，而南韓只排名在第二十二名。

仔細比較台灣與南韓各項經濟成長表現與產業技術能力，南韓政府與

企業的表現令我們汗顏。同樣經歷金融海嘯以及現在的二次衰退，南韓的

失業率比台灣低，薪資所得成長比台灣快，出口比台灣強勁。長久以來，

南韓在國際市場上一直是台灣的主要競爭對手，但現今我們已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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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就是政府過度沉迷於自由放任，政府將應該負起引導產業發展的

責任推卸給市場，坐視國內技術優勢流失，放任商人追逐短期近利，誤以

為只要自由開放就能帶來經濟成長。而南韓卻知道實質競爭力源自技術優

勢的維持、品牌創新與深厚的產業基礎，舉國共同努力，採取「先占領國

內市場，確保競爭力，再進軍國際市場」的策略，由此打造出電子、資訊

業、重化工業等具競爭力的產業組合，終於突破開發中國家的瓶頸，正式

躋身已開發國家之列。

此外，政府也過度迷信自由貿易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以

為這是解救台灣經濟的萬靈丹，不惜犧牲主權尊嚴與國人健康安全以求取

簽定 FTA 的門票，最近更援引南韓與美國、歐盟等國簽定 FTA 的事例強

迫國人接受不合理的外國要脅，卻忘記南韓是在確定其產業深具國際競爭

力後才去洽簽 FTA，我們的政府卻倒果為因，在放任國內資本形成不振與

技術優勢流失之後，再來寄望 FTA 以強化經濟實力，此無異緣木求魚。

政府過度鼓吹 FTA 的重要性以致產業政策嚴重失焦。FTA 固然會帶

來短期效益，但長期而言，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企業的創新能力，以及產業

聚落的技術生根。過去台灣經濟最輝煌的時代，中小企業可說是創造奇蹟

的頭號功臣。中小企業妥善利用國際貿易所帶來的市場需求與商業資訊，

積極尋求跨國的技術轉移與管理新知，關注各種產品的創新，洞察商機與

發展潛力，把握機會，進行新市場的開發，因而提升台灣產業整體的競爭力。

所以，「創新」可說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原動力，企業家透過創新才能

獲得利潤，並帶動整體經濟發展，正是這些企業家不斷創新的「創造性破

壞」過程。透過創新，可以更新現有技術與商品；隨著競爭，進入某種成

熟階段的產業如果不進行創新，不久就會成為殘存的夕陽產業。但是即便

是傳統夕陽產業，也可能因為新技術與新行銷理念的注入，而提高產品的

價值，進而獲得生命周期的更新，邁向另一個新發展期。經濟體系內的任

何產業，其發展期與成熟期都不同。因此，不論任何時期都有產業處在發

展期，也有產業處在成熟期，發展與成熟交錯存在，不斷引發創新，從而

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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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技術優勢才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長期動態發展能力」，政府產

業政策的焦點應該放在如何凝聚並強化此一動態發展能力，讓不同的產業

彼此間能夠生生不息，互相支援，其中發展產業聚落的概念非常重要，不

管是上中下游的生產基地，還是平行的產業聚落，彼此間的關連度愈強愈

完整，就愈有競爭力，也就愈能確保整體經濟體的長期動態發展能力。此

時，政府應對產業外移採取有效管理措施以避免產業聚落被掏空。

反過來，若高科技產業，只是依賴進口國外關鍵零組件加以組裝，對

於附加價值的創造與在地工作機會的貢獻可能微乎其微；所以，「高科技」

不等於「創新」，傳統產業也可以創新。過去政府對高科技錯誤的迷思，所

推出的產業政策反而傷害到我們的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這是不對的做法。

面對中國強大的磁吸作用，目前留在台灣的中小企業與產業聚落才是

台灣珍貴的資產，這些企業主為了繼續留在台灣打拚，繼續照顧員工，而

不斷地進行升級與創新。政府政策應該放在如何以資金協助這些中小企業

持續進行創新與轉型，未來台灣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端賴這些根留台灣的

中小企業如何繼續發揮創新能力。目前政府對他們的營運與轉型均未提供

充分協助，其實光是在生產的廢棄物處理方面，政府就可以更積極地加以

輔導，甚至結合最新知識技術的發展，有效地將廢棄物予以「資源化」，

創造出更多的產業與工作機會。個別中小企業的力量很難面面俱到，這正

是政府可以介入協助之處，而不是高高在上扮演規畫新興產業的指導角

色，現代公務人員應該更積極地去求取最新知識協助中小企業解決轉型與

營運的問題。與大企業相較之下，中小企業產值雖不算大，但中小企業是

維持並創造工作機會最重要的支柱，如果政府對中小企業不積極協助，不

僅失業問題難以解決，而且台灣經濟的支柱也會受到侵蝕而塌毀。

（四）問題危機：過度依賴進口能源與糧食，置國家經濟安全於不顧

 

不少人認為台灣農業不具國際競爭力，加上只重國際貿易輕忽國內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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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在國際貿易談判時台灣的農業總是被犧牲，導致目前超過四分之一的

耕地休耕或廢耕，而糧食自給率則降到百分之三十二，遠低於國際水準；

亦有不少人認為台灣只需依靠進口石油與煤等化石燃料做為主要能源，能

源自給率只有千分之六也無所謂。這種思維已經到了必須徹底改弦易轍的

時刻。

不論經濟發展階段，農業才是維持一個國家生存最關鍵的部門，然而

現代化農耕建立在化學肥料、化學農藥與基因改造作物之上，不僅破壞環

境生態與生物多樣性，且危害農民與消費者的健康，我們必須調整農業發

展方向。農業不僅生產糧食，它還具有帶動經濟成長、提供工作機會、維

護環境生態以及促進社會安定等諸多戰略價值，所以不能單純從產值的角

度來窄化其重要性。現在有許多年輕人帶著新觀念與新技術返鄉耕種，也

有人利用雲端網路幫助農夫銷售農產品，這都是很好的現象，有助於農業

創新。政府制定農業政策應該要特別維護小農權益，鼓勵資源循環利用與

在地產銷，特別是學校午餐的食材應該由當地農民供應，協助在地農業的

發展。

至於能源政策，政府應該積極鼓勵再生能源的發展，歐洲發展的先例

已充分顯示：在因應氣候變遷、確保能源安全、提高經濟效率、創造工作

機會、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等五大方面，再生能源產業均具有重大戰略價值，

德國甚至將之設定為第三次工業革命，連中國都起而追之，只有我們的政

府還找不到有效的發展策略。

再生能源對台灣最獨特的意義，在於它顛覆台灣天然資源匱乏、只能

依賴進口石油或者發展核電的刻板看法；由國外技術已經非常成熟的太陽

能、生質能與風力發電三大領域來看，台灣的天然資源非常豐富，若能妥

善發展，我們不僅不需要進口石油或依賴核電，更能建立新興產業，出口

相關設備與技術。另一方面，若政府遲遲找不出再生能源發展策略，依目

前我國每年平均每人約 11公噸的碳排放量與目前國際的碳稅行情來計算，

未來須向國際繳納的「碳稅」每年將高達數千億元。事實上，2011 年開始

台灣已有 63 家企業被國外合作夥伴要求「碳揭露」，如果我們繼續在溫室

氣體減量交不出成績單，將會淪為先進國家懲罰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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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歐洲國家的經驗值得參考：1973 年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後，

瑞典與丹麥便開始對依賴石油而發展的模式心生警戒，積極投入再生能源

的研發與運用。特別是丹麥，即使擁有北海油源也積極發展風力與沼氣發

電，而且徹底反核，境內沒有一座核電廠，丹麥國民支持這些政策係著眼

於石油資源總有一天會用完的長遠眼光，而且知道化石燃料與農牧廢水的

污染都能夠透過再生能源的發展而降低。這些國家積極維護能源自主性與

經濟永續發展，不因國家小、人口少而喪失走在世界前端的志氣，長期投

入研發，善用法律架構與市場機制來創造供給與需求，因此今天才能在綠

色科技締造非凡成就，讓歐洲其他大國跟進。反觀我們政府，置國家經濟

安全與能源、糧食安全於不顧，棄環境永續與工作機會創造如敝屣，一昧

追求依賴式的成長，反而斲喪綠色新興產業發展的契機。

（五）問題危機：金融服務業凌駕實體經濟的扭曲發展

 

此次金融海嘯起因於歐美金融機構的貪婪，加上政治人物與經濟學者

過份誇大金融體系鬆綁的效果，認為資本市場參與者理性決策就能讓資本

市場不僅能夠自我偵錯、自我修正；強調鬆綁有助於資本市場效率的提升，

卻忽略金融體系的基本功能：有效管理並降低風險以及將國民儲蓄所匯集

龐大資金用於國內資本形成，結果經濟靠資本市場撐起榮景，過度鬆綁終

至釀成大禍。一旦金融機構整併形成「大到不能倒」的局面，又迫使各國

政府投入龐大資金拯救這些金融機構，破壞市場紀律與加深道德風險。

金融體系不是只為了貪婪的金錢遊戲而存在。不少人看到金融服務業

附加價值占 GDP 比重因經濟發展而持續上升就鼓吹鬆綁能讓金融部門的

發展帶動經濟成長，結果金融部門的角色由協助實體經濟發展變為主導經

濟發展。未來，我們必須重新界定實體經濟與金融部門的主從關係：以實

體的農業與製造業為主，以金融服務為從。金融部門功能應是將國民儲蓄

導入國內資本的形成，特別是維持國內製造業技術優勢。不管是從事研發、

創立品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還是技術在國內生根都需要大量資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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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於促進技術生根的資金實在太少。政府金融政策不能只是鬆綁，有

新的金融商品就應該有對應的金融監理機制，這樣才有辦法將國際金融危

機阻隔於外。

、

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在確保國家經濟安全，而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在於

增進一個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生存與發展的能力，其中兩大支柱就是以

經貿自主確立發展的主體性與以技術優勢維持成長的動能。台灣身為小型

開放經濟體，雖沒有能力主導或改變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但國家領導人

要有堅定的發展的主體意識，否則台灣在全球經濟汪洋大海中就會淪為漂

流木，無方向的航行，無動力的漂泊，讓台灣的民眾對未來不再有希望，

面對不確定性充滿恐懼與不安。所以，當務之急就是以國家經濟安全的概

念，打造台灣成為一艘安全又有續航力的諾亞方舟， 而非一昧地追求 GDP

數字的成長，像鐵達尼號為求快而忽略了結構的安全，結果一撞到冰山便

沉沒。我們必須記取教訓，要將台灣打造成一艘能夠通過大洪水考驗的諾

亞方舟，而不是不堪一擊的鐵達尼號；經濟發展不能只強調自由開放而忽

略國家經濟安全，不能只重視出口而忽略農業與能源自主的重要性。

過去我們對於自由市場有太多的迷思，把許多屬於國家的責任丟給市

場解決，未來政府應積極保障全球化下人民維持基本生活的權利，恢復人

民對市場經濟的信任，讓這艘船上所有乘員體認到生命共同體的真實。唯

有如此，台灣社會才能重新找回國家的榮耀感，到達我們的命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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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of Taiwan’s Economy in the
Pos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ra

Hon. Lee Teng-hui
Former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TAIWAN

Abstract

Rec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omes at the heels of a period of time
when political leaders and market fundamentalists espoused deregulation.
They argued that the efficiency of unfettered financial markets could
improve overall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adequate regulation and
ineffectively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crisis.
While the blame should rest on financial markets, government failed to
protect the market from itself and to protect society from the kinds of
excesses that have imposed high costs on its citizens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financial markets.

Government in Taiwan still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 doctrine of
laissez faire can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y, and adopted the
open policy to allow firms to freely move their manufacturing sites to
low-cost countries.  Investment by Taiwanese business firms in China
ha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2.5% of Taiwan’s GDP since 2006.  As a
result, workers in Taiwan found fewer jobs available, experienced
staggering wage growth, and faced with deteriorating income disparity.
To re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government in Taiwan
must make the determined efforts in reducing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in ensuring energy and food security, and in making advanced
technology take root in our real economy.  It is critical that the
rebalance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vital for 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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